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势不

可挡地席卷整个世界，各国综合

实力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

的由经济发展、军事装备、科技进

步、领土和地域扩张等所构成的

硬实力（hard power）竞争愈演愈

烈，而由文化感染力、价值观感召

力、道德影响力、政治制度、意识

形态、外交说服力等所构成的软

实力 （soft power）竞争又风起云

涌、方兴未艾，二者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使

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在

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为核心要素。中共十七大将提

升文化软实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和

深刻阐述，体现出执政党对当代国际社会竞争态势的

敏锐洞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谋远虑。胡

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

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

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强调我们“要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提出，他

曾在克林顿政府内担任国家情

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部长，他把

软实力看作能够影响他国意愿

和行为的无形精神力，包括文化

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政

治制度的吸引力、外交的说服

力、国际威信与信誉力、领导人

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文化、政

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构成软实

力的三大源泉。他指出“软实力

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

武力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靠着

使其他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你

要之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软实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

国人眼中具有吸引力，而且有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

当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花

费更多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

代，软实力正变得日益重要。”［1］

在约瑟夫·奈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中，他给“软实

力”这样定义：“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

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追随它，崇尚它的

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

开放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纲领计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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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吸引其它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

迫使它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

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2］根据约瑟夫·

奈的上述阐释，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软实力”主要包括

政治价值理念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道德的感染

力及塑造国际规划、决定国际政治议题的能力。而文

化软实力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作为软实力的

资源层面，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基础。软实力

的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主要通过文化来得以实现。

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组织动员、有效配

置，直至发挥其最佳效力，离不开文化所提供的心理

保障。缺失了文化，一个民族就丧失了凝聚力。同时，

文化可以转化为一种同化性的权力，它通过影响对方

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对方的意愿和行为，使他国心

甘情愿去做自己愿望让他做的事情，赢得他国的理解

和认同、尊重和信赖。缺失了文化，一个民族就丧失了

感染力。

“软实力”其实代表的并非仅仅是文化力量，而是

一种多元化时代中非军事力量的统称。这就提出了一

个问题：如何超越西方国家决策者和学者所关注的

“软实力”概念的狭隘性？如何站在整个世界人类的高

度去谋求人类的福祉，追求人类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我们认为具有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底蕴和丰厚文化积

淀的中国文明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秉承着中华几

千年文明的精髓，新中国历届政府尽最大努力以求与

世界各个国家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人类面临的共

同困难和灾难面前力求与各国和衷共济，共度难关。

在别的国家和民族深陷危机和不幸时尽弃前嫌、慷慨

解囊，展现出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智慧和风范，也

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抱负和胸怀。

仅以非洲为例，从 1956年至 1977年，在自身经济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和政府依然无私向非洲

国家提供了超过 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3]。西方国家

对非洲的援助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与苛刻的政

治、经济条件，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的援助追求的是共

同繁荣、共同发展，不附带任何条件，赢得了许许多多

非洲国家人民的敬重和友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50

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以自己的真诚无私得到非洲

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与支持，中非关系也因此成为南南

合作的典范。

反过来，非洲许多国家和人民也以自己的智慧和

能力回馈中国人民和政府的真诚无私，例如 1971年

有些西方国家恶意阻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而非洲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投赞成

票的 76个国家中有 26个是非洲国家；又如在非洲国

家的帮助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从 1990年起连

续 11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还

如在台湾问题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旗帜鲜明地反

对台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 “一个中国”的

原则[4]。《道德经》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道德

经》第二章）说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绝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冲

击、消解、侵蚀其他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因而绝不会构

成对其他文明的文化价值观的威胁，它努力展示自己

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不朽智慧，也承认其他文明中

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不朽智慧，同时欣赏和尊重其他

文明中与自己文明不同的特殊点。单一性、同质性、宰

制性、扩张性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文化霸权

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在以和谐为主要

特征的中华文明中没有存在的土壤，老子早就领悟

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没身不殆。”这是说一个认识了宇宙真理和生命智

慧的个体或民族就必然会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会

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会圆融周遍；圆融周遍才能合

符自然；合符自然才算合于道；合于道才能久远广大，

始终无有危险。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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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同胞；物，吾与也”，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

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

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宋明理学直

接承继先秦儒学和西汉经学而来，其胸襟气度真可谓

包涵乾坤，容纳太虚，构成了中华文明和谐哲学的新

高度。儒道二家都以其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敏锐洞察

和深刻领悟凝聚为中华文明的高超智慧，涵养着几千

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是当代中国构建软实力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并成

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

久远深广的中国佛教，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

的三大主干，并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

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信

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使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更加突

显，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佛教秉承“诸恶莫作，众善奉

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根本精神，以去恶从善为

宗旨，融会儒道，不囿门户之见、形迹之辨，只求兴善

去恶，如北宋契嵩所言：“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

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

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5]

而中国佛教中的禅宗则对儒家、道家乃至墨家的思想

予以充分的吸纳涵容，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之一。中国佛教不但以兴善去恶为旨归而融摄诸家，

更从“自净其意”的佛教根本出发，力求“无漏善”，在

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时要求四众弟子做到无住

相布施，必须三轮体空，没有施者、受者与所施之物三

轮相，更不用说追求回报、谋求私利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

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理解，增进友谊，

消除误解，打开隔阂，把中国佛教文化的智慧和真理

介绍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

文明认识、认同、理解、欣赏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

中国文化，使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的企图消弭于

泱泱大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光芒之下，消弭于中国佛教

文化悲智行愿的法雨甘露之中。为成此弘愿，中国佛

教协会在会长圆瑛、喜饶嘉措、赵朴初、一诚等诸大德

的领导下，殚精竭虑，不懈奋斗，赢得世界宗教界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

明、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理解与欣赏，必须具有超越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必须具有超越一个

民族、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己私利的世界视野，应

该说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和视野，也只有具备这样的价值和视野，文化资源才

能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从而有利于世界的永久

和平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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